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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者”的中国与日本海洋
国家身份的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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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中国是日本海洋国家身份形成过程中持久和最重要的

“他者”。冷战结束后，伴随着中国的发展和崛起，亚洲首次出现两强

格局。在政治和知识精英主导下，日本分别建构了中国的 “安全关

切”、 “安全威胁”和 “敌人”意象，并通过 “去中国化”和 “污名

化”中国，完成了自身海洋国家身份的建构，进而将其战略化为重要

的国际博弈工具。日本海洋国家身份及其战略化，是日本对自身身份

与道路的自主选择和国家生存与发展的现实需要，也是符号化的国际

政治斗争话语。随着中日海上力量的共同崛起及其战略的 “海洋转向”，

中日海洋竞争将会加剧，也预示着中日海洋战略将会相互观照和塑造。

关键词　日本 海洋国家身份 脱亚入欧 中国 他者 中日

关系 钓鱼岛争端

导　　言

国际体系中鲜有国家像日本一样对自己的身份纠结不已。日本的存续与

发展高度依仗与外部世界的关系，而外部世界又变动不居，这或许是日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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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纠结的根源。自 “明治维新”以来的东西—欧亚身份之辩至今不绝，然

而，日本政治和知识界对作为海洋国家的认知虽有起伏却绝少受到质疑。自

幕末以来，它作为一股重要的思想源流时隐时现，塑造着日本人的认知，也

极大地影响了日本的外部行为。冷战结束以来，日本又面临着身份的再定

义。海洋国家思潮经日本战略界、知识界的集中研讨、阐发，成为国民共

识，并经立法程序升级为国家意志，进而以此为基础实现了战略化，推动了

日本当前政治与外交的 “海洋转向”。那么，日本如何逐步建立起海洋国家

身份？日本又缘何拥抱海洋国家身份？中国在其中扮演着何种角色，又将对

中国产生何种影响？这是本文所要回答的问题。本文所述的国家身份指一国

主流政治和知识精英对 “我们是谁”以及 “我们因何成为我们”的普遍认

知。国家身份通过 “自我归类”获得，以群体内归类 （ｉｎ－ｇｒｏｕｐ　ｃａｔｅｇｏｒｉｚａ－

ｔｉｏｎ）和群体间区别 （ｏｕｔ－ｇｒｏｕｐ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ｔｉｏｎ）两种方式加以实现。① 群体内

归类即通过发现、识别共同特性及命运而获得对某一个群体的 “我们”认同

感和归属感。群体间区别是指通过发现、识别与自身的差异而将特定对象排

除在群体之外，使之成为 “他们”的过程。日本海洋国家身份在此便是指日

本主流精英以海洋特性作为日本同其他国家实体相区别的基本特质的认知与

情感，简言之，日本海洋国家身份即日本主流精英对 “日本作为海洋国家”

的普遍理解、认知与情感。

学界对日本的国家身份一向关注有加，但其研究大致不外乎两类：一类

着重强调身份对其外部行为的影响，可称之为 “规范／观念建构派”；另一类

将日本身份视为因变量而非自变量，主要关注日本身份构建中的 “他者”，可

以称之为 “关系建构派”。② 实质上，虽然 “身份”在相当大程度上是建构主

义的话语，但在这一概念被导入国际关系研究以前，现实主义及结构主义者

就曾以物质性权力及其影响力大小界定日本的身份 （地位）。日本政治与知

识界也分别提出了日本作为 “政治大国”、“中等强国”和 “小日本主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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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张。① 战后与日本身份有关的认知中，“经济大国”最为流行。长期受战后

体制约束的日本未能如现实主义者所料的那样，将经济实力转化成政治与军

事影响力，使不少国内外研究者 （主要是日本学者）将其视为 “非正常国

家”②，甚至称其为经济巨人和政治与军事侏儒。③ 基于日本战后的民主、和

平道路，关注价值与观念的学者无疑则更为乐观，他们强调战后日本的 “和

平主义”④ 和反战主义 （反军事主义）身份。⑤例如，饶济慈解析了日本身份

的意识形态、时间、领域、垂直、水平和强度六个维度，并分析了塑造日本

身份的国家主义、民族主义、国际主义与和平主义四个思想流派。⑥

不少研究揭示了日本人对自身特性的认知和期许，体现了日本身份建构

主体性的一面，但是身份更是一个关系性概念，个体或群体都是在与 “他

者”的关系网络中确定自身的身份认同，没有 “他者”的存在，对一个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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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界定就毫无意义。① 古斯塔夫森也曾指出，日本战后的 “和平”与 “反战”

身份很大程度上与其战时的 “侵略者”身份或 “自我”有关，② 而这种 “和

平”与 “反战”身份在某种意义上是通过同地区内其他相对不那么和平和反

战的 “外部他者” （比如中国或者苏联———笔者注）的 “区别”而加以建构

的。③ 因此，总体而言，在日本国家身份构建上，“关系建构主义”要比 “规

范建构主义”更具解释力。④ 人们通常认为，战后主导两极格局的美国、苏

联 （俄罗斯）是日本身份建构中重要的他者。也有学者通过对日韩关系的历

史分析后发现，日本精英通过延续自 “明治维新”以来对 “落后的”“他者”

韩国的叙事，维持着 “独一无二”和 “种族中心主义”的自我认知，并以此

淡化侵略历史、逃避历史责任，寻求地区领导角色。⑤ 而本文认为，中国作

为对日本具有悠久文化影响的东亚大国，更是日本身份形成及其演变的重要

参照，是日本身份建构的持久和最重要的 “他者”。⑥ 安倍主要外交智囊北冈

伸一就曾指出，“日本对探寻自己身份的热情很可能基于这个事实，即日本

位于中华文化圈边陲但却具备不被中国文化所彻底湮没的实力和特性。”⑦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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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看来，日本对身份的探寻本身便和中国密切相关， “居于伟大文明中心的

国家，并无探寻身份的必要，因为这不言自明；处于伟大文明边陲的依附性

小国也毋需为建立自己的身份而烦恼。”①

正是由于日本海洋态势与中国的相关性，使中国学者也对前者关注有

加。以２００７年日本 《海洋基本法》出台和２０１２年日本把钓鱼岛 “国有化”

导致中日海上竞争态势加剧为节点，中国学界掀起了研究日本海洋战略的热

潮，② 然而这类研究多集中于分析日本海洋国家战略政策框架及其对中国的

影响，而对日本海洋国家身份的形成鲜有涉及。须知海洋国家必先有身份，

后有战略，且身份的内涵与特点在一定意义上框定了战略的内容。一个例外

是初晓波在一篇论文中梳理了幕末以来主要海洋思想发展演变以及日本政府

主导下的海洋战略实践，③ 廉德瑰则介绍了日本海洋国家意识的形成，无疑

日本海洋国家身份正是通过海洋思潮和海洋意识的内化实现的。对于中国与

日本国家身份的关系，尤其是中国在日本海洋国家身份形成过程中的作用，

比较文化学者严绍璗从日本文化研究和中日文化交流的经验出发，勾勒了战

后６０年间日本人中国观的演变，详细介绍了日本海洋国家身份的阐发者川

胜平太和白石隆的海洋史观。④ 杨栋梁则系统梳理了近代以来日本中国观的

演变，但是遗憾的是，他并未阐释日本政治和知识精英的中国观如何影响了

其对自身的看法及对自身身份的界定。⑤ 周宁令人信服地阐释了自 “明治维

新”以来日本如何通过贬抑巨大的 “他者”中国而确认自身的现代性，从而

导致近代以来日本持久的身份危机。他认为，西方建构的欧亚—东西二元对

立的观念格局及其话语霸权是日本现代性认同危机的根源，但是他并未讨论

当前日本海洋国家身份建构过程中 “他者”中国的应有位置。⑥ 本文则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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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社，２０１２年。

严绍璗：《战后６０年日本人的中国观》，《粤海风》，２００６年第５期。
杨栋梁：《近代以来日本的中国观》，江苏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２年。
周宁：《巨大的他者：日本现代性自我想象中的中国》，《天津社会科学》，２０１１年第５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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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分析中国在日本海洋国家身份形成过程中的角色，认为日本海洋国家身

份经历漫长的历史演进且内涵不断丰富，进而系统梳理在不同历史时期中国

与日本的互动如何影响了日本海洋国家身份认知、内涵及其特性，并对日本

的海洋国家身份进行评估。

一、由盛而衰的中国与日本海洋国家身份的起源

（一）去海向陆：中国强盛时代的日本海洋意识

日本乃分布于大洋中的 “千岛之国”，海洋不仅为日本人提供了丰富的

生活资源，也是天然的安全屏障，其对外物质与文化交流也通过海路完成，

因此，日本人对海洋是无限感恩的。在日本探寻本民族与国家身份的 “记纪

神话”中就不乏地方政权之间的水战、中央政府集结战船镇压叛乱和经由海

路侵扰朝鲜半岛的记录，① 这些丰富的海洋主题，是后人探讨日本海洋国家

身份的重要源泉。② 而日本列岛因山川阻隔、道路不整，国内贸易及行政管

理也高度依赖船舶与海路，鉴于船运对日本国内统治和外部用兵的重要性，

天皇曾多次下令振兴造船业。③ 从这个意义上看，日本是天然的海洋国家，

但是这种海洋身份，是日本人对自己生存条件与生活方式朴素的文化与心理

认知。直至幕末，日本在政府体制、国家管理模式、对外交往方面与其他大

陆国家并无二致，海岛不过是缩微的大陆。小谷哲男认为，直到近代，日本

不仅是海岛国家，还是大陆国家。④ 日本主要政治、经济活动立足于本岛，

而其军事与国防战略是以武士为核心的陆上力量决战于本土，海上舰只主要

用于兵力输送和护卫，对此，日本学者称之为 “近海边防时代”，⑤ 正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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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在这一时期日本海洋力量较为有限。

日本这种状况除了受当时经济和科技发展水平限制，也与中国的影响不

无关系。１９世纪中期以前的东亚基本处于华夷秩序支配下，对日本来说，中

国的硬软实力仍占据绝对优势。彼时中华以中原腹地为核心，开创了繁盛的

农业文明，自北至南的 “海国”朝鲜半岛、日本、琉球、夏威夷、暹罗、吕

宋等皆对中原称臣纳贡，政治上以中原为中心，文化上以汉儒为正统，形成

了中原统摄周边、大陆统摄海洋的局面。因此，日本此时的眼界无疑是朝向

中原华夏的，并塑造了其 “身在海岛、心向大陆”的身份。这包含两层意

思。一是日本统治者以列岛为基础，志在以中原为样板建立大陆国家，在国

家典章制度、文化等方面学习中原，并在对外交往中以中国为中心。① 二是

囿于海岛的现实与其对华夏的仰慕相结合，促成了日本对大陆的觊觎，酿成

了日本历史上的一股重要思想源流，一旦条件成熟，日本就难以遏制向朝

鲜、满蒙乃至大陆腹地扩张的冲动，希望通过获得大陆领土、人口和资源成

为 “大陆国家”。但是由于国力不济，日本进犯大陆的图谋屡遭挫败，这抑

制了日本的大陆志向，使日本从 “大陆国家”冲动复归 “海岛日本”的现

实，从而保持了东亚秩序的长期基本稳定。

（二）从范本到殷鉴：清末中国的衰落与日本近代海洋意识的发展

幕府后期，西方殖民者已在印支扩疆拓土，中日面临的海上压力骤增，

中国既为日本范本，又在西方列强的侵略中首当其冲，因而备受日本精英关

注。彼时清末中国颓象已现，但却侈然自大不思进取。日本学者则看到了中

国的危机，古贺侗庵在鸦片战争前夕发表 《海防臆测》，预言 “异日清或为

太西所并有”。② 而中国在两次鸦片战争中接连败绩，尤其是在第二次鸦片战

争中都城沦陷，割地赔款，彻底颠覆了日本人的对华尊崇之意。后者乃检讨

中国之失，寻求对日殷鉴之处，探索御敌自强之道。日本志士归纳清末中国

败绩的原因如下：第一，海防不备。 “其国濒海，不修船舰火器，实为防御

之大阙典。”③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高杉晋作曾随 “千岁丸”号赴上海考察，

３８

①

②

③

证据有三：１４世纪末，利足义满建立室町幕府后仍接受明惠帝 “日本国王源道义”的册封。
德川幕府１６３３年锁国后，保留长崎等开埠港口，仅允许荷兰、中国和朝鲜来日贸易。德川幕府推崇
儒学，使之成为日本统治阶级主流意识形态，促成日本儒学兴盛。

古贺侗庵 『海防臆测』（卷之下，其五十四）。
前田勉 『近世日本の 儒学と兵学』、东京：鹈鹕社、１９９６年、４３０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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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清政府武备松弛， “思考支那为何如此衰微，毕竟在于其不知将外夷防

止于海外之道。不能制造凌驾万里海涛之军舰运用船及防敌于数十里外之大

炮等即为据。”高岛秋帆更斥 “唐国之炮术如同儿戏”。① 第二，侈然自大，

不务外攘。横井小楠批评中国道光、咸丰年间世风 “骄傲文弱”，历经鸦片

战败仍 “骄惰侮慢”，致使战祸不断。② 第三，政制失修，内忧胜于外患。首

先治国精英因循守旧，君臣不得其道。 “不能采万国之所长而施之政，其治

必不能跻于郅隆。”③ 其次是知识精英无一不贪图中举，学优而仕，一无治国

之才，二无治国之志，虚鹜徒劳。 “清国本是文学无双之国，却无以治国之

论”，以至 “危如累卵”。④ 再次，社会传统纽带崩殂，国民精神不振。吉田

松阴指出，“余观满清鸦片之乱，大患在汉奸自内勾引，盖有邻里乡党之制

废，而伴助扶持之教荒耳矣。”⑤ “谋外而遗内者凶，治内而制外者吉”，“清

之所宜为虑，不在外夷，而在内民也。⑥

可以看出，日本政治与知识精英对中华尊崇之意不再，中国的羸弱反成

为日本发愤图强的动力，天朝上国沦为东瀛之殷鉴。为此，日本经世学家提

出三方面的主张：第一，加强海国武备。吉田松阴 （１８３０—１８５９）指出，

“造舰之于海国，譬之兽之有足，鸟之有翼”，呼吁幕府迅速组织舰队，并将

其作为一大急务。⑦ 佐久间象山指出，“中国的传统海洋在加固城池、防守陆

地，不让近海之敌登陆，相反，我却认为宜制军舰、造大炮，于海上击敌以

海战决定胜负。”胜海舟于１８５３年提出 《海防意见书》，并于１８６４年建立海

军操练所。这些思想是对１８世纪西洋坚船利炮的反应，更是观察与反思晚

清内外政策的结果，日本欲以中国为殷鉴，推动经济、军事自强。１８５３年佩

里叩关时，日本没有一艘西式蒸汽船，但到幕府末年，已达１９０艘。日本第

一艘近代蒸汽船是荷兰赠送的４００吨的 “甘小丸”号，至幕府末年，已拥有

４８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杉浦明平、別所興一 『江戸期の開明思想 世界へ開く·近代を耕す』、社会評論社、１９９０
年、１７２—１７３頁。

横井小楠 （著）、花立三郎 （翻訳）『国是三論』、講談社学術文庫、１９８６年、４４９—４５０頁。
真壁仁 『徳川後期の学問と政治—昌平坂学問所儒者 と幕末外交変容』、名古屋大学出版会、

２００７年、２５３—２５４頁。
納富介次郎 「上海雑記」、『納富介次郎·日比野輝寛 文久二年上海日記』、東方学術協会、

３１１頁。
山口県教育会編 『吉田松陰全集』第１卷、岩波書店、１９３４—１９３６年、３５７頁。
山口県教育会編 『吉田松陰全集』第２卷、岩波書店、１９３４—１９３６年、２３－２４頁。
『吉田松陰全集』第１卷、５９３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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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７００吨的 “开洋丸”号。① 第二，发展经济、对外拓殖。本多利明 （１７４３—

１８２１）主张对内采用重商主义发展经济，积极发展贸易和海外拓殖。② 横井

小楠敏锐地意识到西欧国家兴建设施、开辟航路、大开通商之利，主张日本

应积极效仿。 “观察今日洋人所为，首推轮船、火车、电报、水力纺织机械

等，便于民生日用诸般均究其极致，近来又挖掘红海海峡以为海路，贸易诚

具莫大之利，更交通万国，广开交易之利，彼等得以国富兵，厚民用之利，租

税等类亦较宽缓。”③ 第三，鼓吹上陆征服，对外扩张。佐藤信渊 （１７６９—

１８５０）提出先征服满蒙、继而征服中国、再而混同世界的 “三步走”战略。④

“应急固武备，充实舰炮，开垦虾夷而封诸侯，乘隙夺取勘察加、鄂霍茨克、

晓谕琉球参觐，集会如内地诸侯。又责朝鲜纳贡如昔，北取满洲之地，南收

台湾、吕宋诸岛、渐示进取之势。”⑤ 吉田松阴更提出 “失之于俄、美，偿之

以鲜满”的早期国际关系主张。⑥ 由此可以看出，幕末日本经世思想家已经

提出了以殖产兴业、富国强兵、对外征伐为特征的治国方略，其中吉田松阴

“失之于俄、美，偿之以鲜满”的主张已有后来明治时期 “脱亚入欧”、 “远

交近攻”的影子。

但直至 “明治维新”前期，日本面临来自西方国家的巨大防卫压力，仍

自顾不暇。日本政治和知识精英对中国的认知已然从 “质疑到蔑视”，⑦ 但其

对中国文化与传统的尊重并没有根本变化，这是由于日本对自身的身份认知

尚未发生变化，在他们看来，西洋强虏是其主要威胁，中国与日本同属东洋

文明的代表，是 “连携”共御西洋的不二选择。基于这种 “我们感”的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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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徳大学 『日本思想史研究———江戸のアイデアマンたち』講義案内·本多利明 『経世秘
策』、『西域物語』、ｈｔｔｐ：／／ｗｗｗ．ｇｅｏｃｉｔｉｅｓ．ｊｐ／ｇｏｒｏｍａｒｕ１３４／ｇｏｒｏｍａｒｕ／ｉｄｅａｍａｎ０２．ｈｔｍｌ。

横井小楠 「沼山対話」、『日本思想大系 対外観』、芝原拓自·猪飼隆明·池田正博 校注、岩
波書店、１９８８年、３１２—３１４頁。

聖徳大学 『日本思想史研究———江戸のアイデアマンたち』講義案内·佐藤信渊 『混同秘
策』、１８２３年ｈｔｔｐ：／／ｗｗｗ．ｇｅｏｃｉｔｉｅｓ．ｊｐ／ｇｏｒｏｍａｒｕ１３４／ｇｏｒｏｍａｒｕ／ｉｄｅａｍａｎ０６．ｈｔｍｌ；又见 『日本思想大系
４５安藤昌益 佐藤信淵』、尾藤正英·島崎隆夫校注、岩波書店、１９７７年。

佐藤信淵 「混同秘策」、大川周明·横川四郎編 『佐藤信淵集』、東京：誠文堂新光社、１９３５
年、３５５—３６６頁。

吉田松陰 「幽囚录」、『日本的名著３１吉田松陰』、中央公论社、１９８９年、２２７頁。
杨栋梁：《近代以来日本的中国观》，第二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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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日本对清政府自强仍抱有期待。在１８７０年日本兵部呈交太政官的建议

书中，明确将西方海洋强国作为参照，以俄国为头号假想敌。① 佐藤信渊在

其１８４９年写就的 《存华挫夷论》中指出，其欲 “挫英吉利而存满清”， “盼

满清君臣苦心积虑……征伐英夷而大破之……满清可永为本邦之西屏”。② 第

二次鸦片战争之后，幕府海军将领胜海舟、政治家岩仓具视、思想家中村敬

宇先后提出了中日唇齿相依、连携共御西夷的主张。③ 胜海舟更提出了团结

亚洲共御西洋的良策，即派船队、设使节，向中朝等亚洲诸国游说建设海军

力量的重要意义。④ “日本当政者和思想界知道得很清楚，在谋求抗御西方之

际，与中国关系的处置，依然直接关系日本的根本利益和国运走势。”⑤ 总

之，幕末中华的衰颓和西方势力的东渐，是促成日本近代海洋意识发展和海

洋身份构建的两大动力，中国在应对西方入侵方面的失败为日本自强提供了

殷鉴，但中国是 “他者”，也是 “我们”，其海洋意识和海上力量的发展具有

较强的防御色彩。

（三）脱亚入欧：日本侵华与海洋帝国的兴衰

“明治维新是日本从大陆国家向海洋国家转变的一个契机。”⑥ 从１８６８年

“明治维新”到１９４５年法西斯败亡，日本海上力量盛极而衰，也是其军事层

面的海洋国家身份成型的时期，而这一身份变迁与 “明治维新”以后中日权

力结构以及日本的对华认知变化密切相关。

“明治维新”使中日关系发生了巨大变化，一方面中日仍共同面临来自

西方的侵略压力，另一方面中日之间竞争性在增强。随着富国强兵、殖产兴

业的推进，日本国力增强，开始对外拓殖，中国及其藩属首当其冲。明治政

府展现出领导亚洲的志向，也对中国在东亚的历史性霸权构成挑战。这种变

化导致了日本近代以来的首次身份焦虑：寻求自强的日本，如何面对东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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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山三郎：《日本海军史》，龚建国译，解放军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第２１页。
鴇田恵吉編 『佐藤信淵選集１７６９—１８５０』、東京：読書新報社出版部、１９４３年、３５５—

３５６頁。
松浦玲 『明治の海舟とアジア』、東京：岩波書店，１９８７年、１０２—１０３頁；岩倉公旧蹟保存

会 『岩倉公実記』第３巻、多田好問編、１９２７年 （宮内省皇后宮職蔵版の再版、若干の削除、改訂
あり）、２３５頁；大久保利謙編 『明治文学全集 （３）明治啓蒙思想集』、筑摩書房、１９６７年、３０２—
３２４頁。

松浦玲 『明治の海舟とアジア』、１０２頁。
盛邦和：《１９世纪与２０世纪之交的日本亚洲主义》，《历史研究》，２０００年第３期。
小谷哲男：《作为海洋国家的日本———地缘政治与海洋战略》，第４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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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和西方的列强？如果说幕末以前，中华与荷兰分别作为东西文明的代表

和相对于日本的上位文化，尊享日本的崇敬与仰慕，那么经由两次鸦片战

争，清末中国已逐渐失去这种地位，沦为日本自强的殷鉴。但在西洋文明面

前，日本则表现出了极度的谦卑。福泽渝吉在其传世名作 《文明论概略》中

指出，欧罗巴及美利坚为最高文明国，日本 “无一样能高于西洋，无一样能

与西洋比”，主张 “唯有汲取西洋文明才能巩固国体，为皇统增光”。① 一句

话，日本必须放弃自己的亚洲身份，全面学习西方，寻求成为西方的一员，

这便是 “脱亚入欧”。而为了更彻底告别东方、加入西方，摆脱与地缘相近、

文化相通的中国、朝鲜为伍的宿命，福泽呼吁 “告别亚细亚恶友”，“与西洋

文明共进退”。② 这是一种政治与外交战略，也是一种文化与身份抉择，意味

着中日开始走向近代化歧路，也意味着日本认知与心理中的中日文化易位。

相比而言，日本此时聚焦东西之辩，海洋身份不彰，但新式海军建设确

为 “明治维新”的核心内容，中日互为参照，至甲午战争前则互为头号假想

敌。甲午战争在一定意义上决定了此后半个世纪中日的命运：中国海军覆

灭，退守陆疆而不得，日本跻身国际政治要角和海军强国之列。而发展海军

的巨大裨益无疑刺激了日本的持续投入。１８９４年，黄海决战取胜后，日本媒

体发文称 “我国成为东洋盟主，雄飞世界，在于养成海军力量，掌握航海

权，以大收通商之利，起殖民之业”。③ 甲午后十年，日本击败俄国，吞并朝

鲜，获得了在鲜、满的优势。再十年，一战爆发，日本海军趁西方列强无暇

东顾之际，占领原属德国殖民地的马绍尔群岛等太平洋岛屿，并取得在中国

胶东半岛的权益。一战后，日本更获取对南太平洋岛国的委任统治权，在

１９２２年的 《华盛顿条约》中，日本海洋强国地位首次得到列强的法律确认。

经过数十载的发展，日本终于建成远东最强海军，并一步步走向对外扩张的

不归路。二战后期，日本在南太平洋地区更获得了令人惊异的海上优势和军

事成就。但是海上的过度伸张，使其战略目标最终超越国力，尤其是多行不

义，最终在世界反法西斯洪流中败亡。

７８

①

②

③

福泽谕吉：《文明论概略》，北京编译社译，商务印书馆，１９９２年，第２４页。
加藤周一、遠山茂樹等 『日本思想大系 対外観』芝原拓自·猪飼隆明·池田正博 校注、岩波

書店、１９８８年、３１２—３１４頁。
「宣言」、『自由党党报』第６６号、１８９４年８月１５日。转引自杨栋梁：《近代以来日本的中国

观》，第１０１页。原文未经查证。



外交评论　２０１７年 第３期

帝国时代海军力量的发展及其海上军事成就，尤其是二战末期日本在亚

太的海洋霸权，彰显了日本军事层面的海洋身份，也使这一时期日本的海洋

身份以军事为中心，具有扩张倾向，但是其海军的发展乃出于大陆征服的需

要。作为一个资源匮乏的岛国，日本欲通过殖民征服大陆中国及其藩属，建

设一个 “大陆日本”。这是日本自主选择的结果，相当程度上也在于中国的

持续衰落与虚弱刺激了日本的大陆志向。随着日本败亡，日本苦心经营半个

世纪的海洋帝国终于崩塌。在有关战后处置的 《开罗宣言》中，日本被迫放

弃所有占领的海外领土、太平洋上的岛屿，而 “日本之主权必将限于本州、

北海道、九州、四国及吾人所决定的其他小岛之内”。① 占领当局主导下制定

的 “和平宪法”，剥夺了日本的海军和空军，乃至其 “宣战权”，日本国家再

一次面临身份的调整。

（四）陆海分立：冷战期间的中国与海上通商的日本

战后初期，日本处于占领当局的统治下，军事力量发展受到限制，政治

上也难有作为。为了尽快获得独立地位，发展经济，日本一方面追随美欧诸

国对社会主义国家实施禁运，另一方面倾力推动与资本主义世界的海外通

商，开发海洋经济。吉田茂曾指出， “日本是一个海洋国，显然必须通过海

外贸易来养活九千万国民……当然不能不把重点放在……英美两国之上

了。”② 伴随着政治独立、经济的恢复和快速发展、外交上的对美自主，日本

得以对其自身的发展道路做出新的思考。２０世纪６０年代中期，高坂正尧开

始积极倡导海洋国家日本的身份，并系统阐发了日本在限制军备条件下发展

“海上通商国家”的主张，在日本社会引起巨大反响。③

除了海外贸易，海洋经济也在６０年代得到发展，成为支持冷战时期日本

海洋国家身份的重要因素。从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开始，在政府主导下，日本经

济发展的重心从重工业、化工业向海洋产业转移，并迅速形成了以海洋生物

资源开发、海洋交通运输和海洋工程等高新技术产业为支柱的现代海洋经济

８８

①

②

③

《国际条约集》（１９４５—１９４７），世界知识出版社，１９６１年，第７７—７８页。
吉田茂 『回想十年 （一）』、東京：中央公論社、１９９８年、３４頁。
高坂正堯 『海洋国家日本の構想』、東京：中央公論社、１９６５年 （増補版１９６９年／中公クラ

シックス、２００８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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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① 知识界有关海洋学、海洋安全与海洋开发的研究也逐步兴起，出版

了多部调研报告、研究著作。② 海洋经济成为 “海上通商国家”经济模式的

重要组成部分。海洋不仅仅作为对外贸易通道而存在，其本身即是重要的经

济载体。与此同时，冷战期间涉及海洋的安全和法律事务也被纳入视野。

１９７８年通过的 《日美防卫合作指针》规定，“海上自卫队和美国海军为了日

本周边海域防卫和保障海上通道安全，应该实施共同的海上作战。”③ １９８０

年，日本海洋开发审议会还提出必须制定海洋基本法。

２０世纪６０年代，日本经济开始腾飞，而当时亚洲大陆整体积弱，中国

经济落后，因此在日本看来，唯有依靠与欧美的通商才可获得和维持经济繁

荣。“海上通商国家”的提出，与其说是一种道路和身份选择，毋宁说是无

奈与被动的产物。 “随着中国走上共产主义道路，美国采取不承认的政策，

导致日本与中国之间的联系断绝……如此一来，留给日本的道路只有一条，

那就是彻底 ‘脱亚’，作为 ‘远西’之国尽全力谋发展。”④可以看出，对日

本而言，某种意义上亚洲就是中国，中国就是亚洲，亚洲外交就是中国外

交，没了中国，就没了亚洲。当然，意识形态对立也使日本与中国及其他亚

洲国家走向疏离。天儿慧也曾指出， “二战后由原殖民地转变为新兴独立国

家的亚洲各国，不少持亲共、反美、中立的态度，与亲美、加入自由主义阵

营的日本的立场截然相异。 ‘亚洲’的概念在二战后成为比二战前更加遥远

的存在，日本是 ‘既从战略上也在心理上脱亚’了”。⑤ 这一时期日本的现代

化理论多强调日本与亚洲的差异，直至１９７２年中日建交，使日本在亚洲的

利益重现，情况才有所改观。

到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之后，日本对美国独立性上升，大国政治诉求彰显。

政治战略家中曾根康弘从地缘政治理论出发，开始思考日本崛起时代的外交

战略，推动日本的海洋身份从单纯的经济分野走向战略化。这种思考以陆海

９８

①

②

③

④

⑤

李双建、徐丛春：《日本海洋规划的发展及我国的借鉴》， 《海洋开发与管理》，２００６年第１
期，第２５—２８页。

曾村保信 『海洋と国際政治』、小峰書店、１９７０年；曽村保信 『世界の海をめぐって 近代海
洋戦略の変遷』、原書房、１９７１年；『海の政治学 海はだれのものか』、中公新書、１９８８年；『海の生
命線 シーレーン問題の焦点』（阿曽沼広郷と共編）、原書房、１９８３年。

東京大学東洋文化研究所 日本政治·国際関係テータヘース 『日米防衛協力のための指針』、
１９７８年１１月２７日、２６７—２７２頁。

高坂正尭著作集刊行会 （編集）『高坂正尭著作集 〈第１巻〉海洋国家日本の構想』、都市出
版社、１９９８年、１３１頁、１４３—１４４頁。

〔日〕天儿慧：《亚洲的民族主义和区域主义》，《世界经济与政治》，２００８年第６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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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立为逻辑起点，强调大陆国家与海洋国家的异质性，从中寻求建构日本的

国家身份。地缘政治理论的两个集大成者马汉和麦金德主张相异但同属一

系，都是从地理与世界政治的密切关联出发，探求获得和维持世界霸权的途

径，前者反映了美国大陆扩张完成后欲通过建立强大海军谋求全球霸权的需

要，后者从英国传统的均势理论出发，鼓吹陆上强国对海上强国的威胁，①

谋求 “西方人”和 “岛国人”联盟以共同抵抗双头鹰的陆上强国德、俄，从

而维持大英帝国日薄西山的霸权。② 麦金德地缘政治理论的基础是通过陆海

分立和民主—专制二分法，建构出民主海洋国家对抗专制大陆国家的历史图

景，并由此推导出海洋国家与大陆国家的对抗性概念。③ 据此，在中曾根康

弘看来，“国际政治结构可以分为海洋国家和大陆国家两个对立系统，这种

对立是由于历史和传统的国家战略差异，特别是战略视野的不同所导致

的。”④ 大陆国家因其物产丰饶倾向于封闭、内视，盛行经济上的小农主义和

政治上的集权与专制，而海洋国家则因其资源贫瘠务须外向、开放，经济上

依赖海外通商，政治上倾向于采纳自由民主政权。⑤ 很显然，中曾根有关海

洋国家和大陆国家分立的思想，是日本植根于资本主义体系发展经济的经验

提炼，是把与之政治对立、经济分离的中、苏 “他者化”的结果，同时也是

把以美日同盟为核心的外交战略合理化的需要，而这便是日本作为海洋国家

的主张。⑥ 中曾根还批评了亲近中国和东南亚的所谓旧时代 “大陆主义”和

对亚洲怀有 “乡愁”式的大亚细亚主义情绪，认为这是没有深刻认识日本历

史、冷静计算日本国家利益得失使然。⑦

总的来说，冷战期间以发展海外通商和海洋经济为核心，日本主要诉诸

经济层面的海洋国家身份。这一时期，经济较为落后、意识形态对立的中国

是日本作为 “海上通商国家”的重要观照，是日本海洋国家身份中一个不甚

重要的 “他者”。

０９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麦金德：《历史的地理枢纽》，林尔薇、陈江译，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５年，第６５—６９页。
同上书，第１３—１４、５６—５７页。
杨国桢：《重新认识西方的 “海洋国家论”》，《社会科学战线》，２０１２年第２期，第２２８页。
海洋国家 日本の大戦略 特集· 「ブッシュ新秩序」の衝撃 中曽根康弘＜対談＞櫻井よしこ、

『Ｖｏｉｃｅ』、２００３年６月号、５０頁。
〔日〕中曾根康弘： 《新的保守理论》，金苏城、张和平译，世界知识出版社，１９８４年，第

２０、１３５—１３６页。
同上书，第１３５页。
转引自初晓波：《身份与权力：冷战后日本的海洋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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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复兴时代的中国与日本海洋国家身份的形成

冷战结束后，体系巨变的冲击、国内政治的发展，使日本再次面临国家

身份的调整，日本政界和知识界普遍认为需 “全盘反思国家战略的前提和政

策基础”。① 日本自８０年代寻求摆脱战后体制、成为 “正常国家”的大国政

治诉求，② 与跌宕绵延的海洋国家思潮逐步合流，赋予后者更为丰富的意涵，

形塑了冷战结束以来日本海洋国家身份的重要特点。而冷战结束以来，中国

综合国力每十年上一个台阶，带动亚太权力结构变迁，也改变了中日关系的

结构，中国崛起以及中日的互动模式遂构成日本新一轮海洋身份建构的重要

外部动力。“长期以来，由于日中之间的特殊关联性，欲提升日本参与全球

化的身份地位，就必须从中国着手，也就是从 ‘辩论中国是什么’的议题中

思索自己在世界中的地位……中国问题自明治维新以来，就一直是日本人眼

中界定日本身份的关键议题。”③

（一）作为隐忧的中国与隐而不彰的日本海洋身份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

冷战结束和苏联的解体，使日本对美国的安全需求下降，对美独立性凸

显。与此同时，国际政治中军事作用下降，经济因素上升，日本依靠其鼎盛

的经济实力和杰出的工业创新在世界范围内同美国展开激烈竞争。在国际

上，日本通过规模庞大的对外援助谋求政治大国地位，寻求推动建立美日欧

主导的多极世界秩序。总之，体系巨变的冲击，日本自身实力的变化，使日

本朝野开始探寻变动世界中日本的崭新身份。

为此，小泽一郎提出了具有广泛民意基础的 “正常国家”诉求。１９９４年

细川护熙内阁时期首相咨询机构 “防卫问题恳谈会”提出的 《樋口报告》，

则主张在维持美日同盟的同时，应在联合国框架下展开多边外交安全合作。④

１９

①

②

③

④

船桥洋一 『日本戦略宣言———シビリアン大国をめざして』、講談社、１９９１年，２８頁；星山
隆 『日本のアシア外交 ―２１世紀の日本の国家像を求めて―』、財団法人世界平和研究所、２００７年、
３—４頁。

小沢一郎 『日本改造計画』、講談社、１９９３年。
吴侑伦：《必由之路？日本进入全球化的中国途径》，台湾大学政治学系中国大陆暨两岸关系

教学与研究中心，２００８年，第２页。
Ｆｕｎａｂａｓｈｉ　Ｙｏｉｃｈｉ，Ａｌｌｉａｎｃｅ　Ａｄｒｉｆｔ，Ｃｏｕｎｃｉｌ　ｏｎ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９，ｐ．２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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卸任后的细川护熙更是于１９９７年在 《外交》发表署名文章 《美国在日驻军

是否必要？》，① 表明美日关系迎来了 “同盟漂流”期。② 与此同时，中日尚处

于政治蜜月期，经济仍延续着日强中弱的格局，日本通过提供巨额经济援

助，支持中国的现代化建设。９０年代初，日本冲破西方阻力，率先解除对华

制裁，天皇于１９９２年中日邦交正常化２０周年之际访华，日本朝野对中国的

看法颇为正面，主张对华友好的力量占绝对统治地位，细川护熙、村山富

市、羽田孜、桥本龙太郎等历届首相均是主张对华友好的政治人物。

但１９９２年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后，中国经济开始发力，

中日关系中一些隐忧浮现，且多与海洋有关。中国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强化对

南海部分岛礁的管控，一向对贸易通道安全敏感的日本颇为不悦，但姿态尚

属克制。中国经济在９０年代前期的快速发展以及军事外交姿态，使日本对

华态度发生了微妙变化，对华警惕和防范有所增强。③ 前外相河野洋平曾指

出，随着中国地位的上升，日本对华防范和限制的一面将增强，中日关系已

经进入合作与竞争、抑制、防范并存的错综复杂的时代。④ １９９５—１９９６年间

的台海危机及中国试射导弹，更给日本政治和知识精英带来较大冲击， “中

国威胁论”开始甚嚣尘上。⑤ １９９２年， 《产经新闻》记者山本秀发表连载文

章 《中国的海洋霸权》，指出中国正在为争夺海洋霸权而不懈努力，“中国已

经进入南中国海，继而将进入东中国海。”⑥ １９９４年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

生效后，中日对东海大陆架划界问题出现分歧，钓鱼岛争议有所升温，１９９６

年日本右翼组织在钓鱼岛建设灯塔，引起大陆和台湾当局的强烈抗议，同

年，日本设立 “海之日”，以 “感谢大海的恩惠，祈愿海洋国家日本的繁荣”。

２９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Ｍｏｒｉｈｉｒｏ　Ｈｏｓｏｋａｗａ，“Ａｒｅ　Ｕ．Ｓ．Ｔｒｏｏｐｓ　ｉｎ　Ｊａｐａｎ　Ｎｅｅｄｅｄ？Ｒｅｆｏｒｍｉｎｇ　ｔｈｅ　Ａｌｌｉａｎｃｅ？”Ｆｏｒｅｉｇｎ　Ａｆ－
ｆａｉｒｓ，Ｖｏｌ．７７，Ｎｏ．４，Ｊｕｌｙ／Ａｕｇｕｓｔ　１９９８．

“同盟漂流”指同盟关系相互疏离的倾向。详见船桥洋一 『同盟漂流』、岩波書店、１９９７年；
Ｙｏｉｃｈｉ　Ｆｕｎａｂａｓｈｉ，Ａｌｌｉａｎｃｅ　Ａｄｒｉｆｔ。

Ｃｈｒｉｓｔｏｐｈｅｒ　Ｂ．Ｊｏｈｎｓｔｏｎｅ，“Ｐａｒａｄｉｇｍｓ　Ｌｏｓｔ：Ｊａｐａｎｓ　Ａｓｉａ　Ｐｏｌｉｃｙ　ｉｎ　ａ　Ｔｉｍｅ　ｏｆ　Ｇｒｏｗｉｎｇ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Ｐｏｗｅｒ”，ｐｐ．３６５－３８５．

河野洋平 「日本外交の进むべき进路」、『外交フォーラム』、１９９５年１月。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日本学者较早提出 “中国威胁论”，有国内学者将村井友秀视为冷战后

中国威胁论的始作俑者。村井友秀 「新·中国 「脅威」論」、『諸君』、１９９０年５月号、１８６—１９７頁。
Ｒｉｃｈａｒｄ　Ｂｅｒｎｓｔｅｉｎ　ａｎｄ　Ｒｏｓｓ　Ｈ．Ｍｕｎｒｏ，Ｔｈｅ　Ｃｏｍｉｎｇ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　ｗｉｔｈ　Ｃｈｉｎａ，Ｖｉｎｔａｇｅ　Ｂｏｏｋｓ，１９９８。

近期，山本再度出版著作，探讨中美对立时代的中国南海问题，其中不乏 “中国海洋威胁”
的论调。参见山本秀也 『南シナ海でなにが起きているのか———米中対立とアジア·日本』、岩波ブ
ックレット、２０１６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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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中期美国战略思想界的推动，也是日本对华政策变化的

重要因素。１９９５年，时任助理国防部长约瑟夫·奈主导出台 《东亚战略报

告》，指出美日同盟是东亚稳定的基础，应对中国崛起是美日两国的共同课

题。① １９９７年通过的 《美日防卫合作新指针》，则重新定义了美日同盟，使

之由服务于冷战的军事安全机制转变为强化地区稳定和安全的联盟组织。新

指针的出台标志着中日蜜月和美日 “同盟漂流”的结束，也标志着日本已经

由在保持中日协调总体框架下寻求对美独立的外交战略，转向在美日协调的

总体框架下因应中国的崛起，自此日本思想界和政策界开始展示出 “疏离中

国，亲近美国”的倾向。日本在海洋领域的 “中国隐忧”浮现，但其海洋国

家身份不彰。

（二）去中国化：中日竞合与日本海洋身份的确立 （２１世纪初十年）

中国在２１世纪初期的快速发展无疑是最具塑造力的国际政治事件。

２０１０年，中国经济总量超过雄踞世界第二经济大国长达四十年的日本，在外

汇储备、贸易总额、对世界经济贡献率等方面均居世界前列。作为传统政治

大国，中国的安全角色因亚太地区军事安全议题的持续活跃而凸显。自甲午

战争以来，东亚首次出现中日双强格局。在地区合作中，也呈现出中日双领

导色彩。天儿慧认为，２１世纪初期中日关系迎来了一个新的阶段，一是中日

关系随着中国崛起开始具有世界影响，二是 “两国关系过去基本上是由日本

主导，中国处于被动的单向性关系，而现在有些事例上中国的主导性明显增

强，两国关系已经成为双向性关系”。② 如果说９０年代日本的身份焦虑主要

是由于自身实力变化以及体系转型导致的，那么此时日本的海洋身份探求主

要受中国崛起及中日互动模式与结构的影响。日本通过 “去中国化”和 “脱

中国化”，完成了自身的海洋国家身份建构。

在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后期和２１世纪初年，日本政治和战略界开始思考和谋

划亚洲的未来秩序，以期为日本谋求更为有利的位置。时任早稻田大学教授

３９

①

②

Ｊｏｓｅｐｈ　Ｊ．Ｎｙｅ，Ｊｒ．，Ｅａｓｔ　Ａｓｉａ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Ｒｅｐｏｒｔ，Ｕ．Ｓ．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Ｄｅｆｅｎｓｅ，１９９５，ｈｔｔｐ：／／
ｗｗｗ．ｄｅｆｅｎｓｅ．ｇｏｖ／ｒｅｌｅａｓｅｓ／ｒｅｌｅａｓｅ．ａｓｐｘ？ｒｅｌｅａｓｅｉｄ＝３８０。其决策过程参见赵全胜：《战略团队在美国外
交政策转型中的推手作用》，《国际安全研究》，２０１３年第４期。

〔日〕天儿慧：《２１世纪中日关系与日本的展望———超越情感论建立创造性的中日关系》，《战
略与管理》，２００４年第１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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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胜平太①和政策研究大学院大学教授白石隆②发展了高坂正尧和中曾根的思

想，并将其用于亚洲。他们认为，亚洲可分为 “海洋亚洲”和 “大陆亚洲”。

“海洋亚洲”是一种对外开放的、依赖交易网络连接起来的资本主义亚洲，

而大陆亚洲则是由乡绅和农民组成的亚洲，是农本主义的亚洲。③ 作为亚洲

唯一的现代化国家、经济大国和海外通商国家，日本正是海洋亚洲的代表，

而中国则被赋予落后、封闭的农业国家形象。如果说 “日本是亚洲的现代化

海洋国家”、 “中国是亚洲的落后农业国”的叙事，大致超不出明治以来的

“东西—欧亚身份之辩”，那么进入２１世纪后，日本海洋身份建构则逐步超

越了这一逻辑。白石隆在 《海洋帝国》中曾发出这样的诘问： “日本究竟属

不属于亚洲？”“日本是亚洲中的日本还是与亚洲并列的日本？”④

１９９８年，由日本国际关系论坛⑤理事长、战略学家伊藤宪一倡导成立了

囊括官产学媒各界翘楚的海洋国家研究小组，旨在探讨日本海洋国家身份的

内涵及方略。⑥ 经历长达四年的讨论，研究小组相继推出三本著作，１９９９年

出版的第一本著作标题即为 《日本的身份：既不是西方也不是东方的日

本》。⑦ 伊藤指出，“随着美国权力的衰落和中国实力的增长，日本将被迫在

４９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日本政治、文化学者，日本海洋国家身份的主要倡导者之一。曾任早稻田大学教授，提出日
本 “富国有德论”，后为小渊惠三首相青睐，将其 “富国有德”作为施政方针。川胜得以出任内阁
“２１世纪日本的构想”恳谈会成员，２００９年起就任静冈县知事。参见 『富国有徳論』、紀伊國屋書店、
１９９５年／中央公論新社 ［中公文庫］、２０００年；『文明の海洋史観』、中央公論社 〈中公叢書〉、１９９７年
／中公文庫，、２０１６年；『文明の海へ———グローバル日本外史』、ダイヤモンド社、１９９９年；『海洋連
邦論———地球をガーデンアイランズに』、ＰＨＰ研究所、２００１年；『海から見た歴史———ブローデル
［地中海』を読む ］、藤原書店、１９９６年；浜下武志 『海と資本主義』、東洋経済新報社、２００３年；
『資本主義は海洋アジアから』、日経ビジネス人文庫、２０１２年 （新編再刊）。

日本国际政治学者，内阁府综合科学技术会议成员，２０１１—２０１７年任政策研究大学院大学校
长，日本海洋国家身份的主要倡导者之一。参见白石隆 『海の帝国———アジアをどう考えるか』、中央
公論新社、２０００年；『海洋アジアｖｓ．大陸アジア 日本の国家戦略を考える』、ミネルヴァ書房、２０１６年。

白石隆 『海の帝国———アジアをどう考えるか』、１７８—１９８頁；中曽根康弘·櫻井よし 「海
洋国家 日本の大戦略」、『Ｖｏｉｃｅ』、２００３年６月号、５０頁。

白石隆 『海の帝国———アジアをどう考えるか』、１７８—１９８頁。
系日本重要智库之一，东亚地区两大智库网络 “东亚思想库网络”和 “中日韩思想库网络”

日方协调单位。伊藤宪一曾任东亚思想库网络国家协调员。
其成员包括原日本防卫厅防卫局长、防卫事务次官秋山昌广、东京大学教授田中明彦、神户

大学教授五百旗头真 （后任防卫大学校长）、伊藤忠商社顾问长谷川和年、读卖新闻社主任研究员山
田宽等。

伊藤憲一監修 『日本のアイデンティティ：西洋でも東洋でもない日本』、日本国際フォラム
発行·フォレスト出版、１９９９年。该著作主要基于１９９８年海洋研究小组２３名成员参加的四次研讨
会，分别讨论４份研究报告：西尾干二：《日本的身份：是否是亚洲国家？是否是东方的一部分？》；
北冈伸一：《日本的身份及其意义》；西部迈：《日本的身份：明治维新后的现代化与战后的美国化》；
藤井宏昭：《我们能从海洋国家英国学到什么？》，后两篇报告未收入著作。另外两部分别是：伊藤憲
一監修 『２１世纪日本の大戦略：島国から海洋国家へ』、２０００年；伊藤憲一監修 『２１世紀海洋国家
日本の構想———世界秩序と地域秩序』、２００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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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美国或中国臣服之间做出选择”，“面对这种两难，日本除了增强自身实力

别无他途。这要求日本首先确定其独立于西方 （美国）和东方 （中国）的独

一无二的身份，并以此为基础建立国家目标。”① 日本右翼历史学家西尾干二

则主张摆脱中国中心主义和西方中心主义，建立 “日本视角的世界史”，“这

种视角应该将日本置于世界史中的恰当地位。”② 具体而言， “东方文化和西

方文化都属于欧亚大陆文化，二者之间有很大的相似性，相反日本文化是既

不同于东方也不同于西方的文化，是与 ‘大陆文明’对应的文明。”③ 可以看

出，在新一轮身份建构中，日本政治与战略学者意欲进一步拔高日本文明，

使之成为与欧亚大陆并驾齐驱的文明，无疑这是新一波日本中心主义文明观

的核心。相比西尾，北冈伸一则较为现实，他主要从日本的政治制度和民主

实践以及日本既实现了现代化又较好地保留了传统文化等方面，强调日本不

同于亚洲国家，认为 “确认日本是中华文明边陲的一种独立性存在以及独立

于西方文明的实体，是任何尝试发现 （日本身份）的先决条件”。④ 研究小组

提出，日本存在两个身份：“位于东北亚的四面环水的国家”、 “第一个通过

自身努力成功实现现代化的非西方国家”，将二者相结合，便构成日本的海

洋国家身份。著作进而呼吁，日本应该基于这一身份为东方和西方的交流以

及解决全球层面的南北合作作出独特贡献。至此，日本政治、经济和知识精

英完成了对日本海洋国家身份的讨论及其相应的思想建构。２００７年，日本通

过 《海洋基本法》，并在接下来数年间，先后订立、修订、重释１００多条相

关法律和条例，实现了海洋国家身份的法律化和制度化。此后，日本主流政

治学者已经不再进行有关日本海洋国家身份的讨论，转而进入战略和政策研

讨阶段。

日本的海洋国家论，包含着 “日本例外论”、“日本优越论”色彩，以及

对大陆中国居高临下的审视。约瑟夫·奈提出软实力的本意，是在美国全球

霸权相对衰落的时代，通过对硬软实力的区分，剥离美国相对衰颓的硬实

５９

①

②

③

④

Ｉｔｏ　Ｋｅｎｉｃｈｉ，Ｊａｐａｎｓ　Ｉｄｅｎｔｉｔｙ－Ｎｅｉｔｈｅｒ　ｔｈｅ　Ｗｅｓｔ　Ｎｏｒ　ｔｈｅ　Ｅａｓｔ，ｈｔｔｐ：／／ｗｗｗ．ｊｆｉｒ．ｏｒ．ｊｐ／ｅ／ｓｐｅｃｉａｌ＿
ｓｔｕｄｙ／ｓｅｍｉｎａｒ１／ｃｏｎｖｅｒｓａｔｉｏｎ．ｈｔｍ．

Ｎｉｓｈｉｏ　Ｋａｎｊｉ，“Ｊａｐａｎｓ　Ｉｄｅｎｔｉｔｙ：Ｉｓ　Ａｓｉａ　Ｏｎｅ？Ｉｓ　Ｊａｐａｎ　Ｐａｒｔ　ｏｆ　ｔｈｅ　Ｅａｓｔ？”ｈｔｔｐ：／／ｗｗｗ．ｊｆｉｒ．ｏｒ．ｊｐ／
ｅ／ｓｐｅｃｉａｌ＿ｓｔｕｄｙ／ｓｅｍｉｎａｒ１／ｃｏｎｖｅｒ＿２．ｈｔｍ．

Ｉｂｉｄ．
Ｋｉｔａｏｋａ　Ｓｈｉｎｉｃｈｉ，“Ｊａｐａｎｓ　Ｉｄｅｎｔｉｔｙ　ａｎｄ　Ｗｈａｔ　Ｉｔ　Ｍｅａｎ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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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强调美国制度、文化、价值观方面的 “软实力”优势及其持久作用，确

保 “美国优越性”、 “美国例外论”的话语得以延续，维护美国的全球霸权。

日本学者对中日分别作为大陆国家和海洋国家的归类也具有相似的目的，即

试图通过使大陆国家和海洋国家的对立绝对化，通过对这一地缘政治概念的

文化、文明解读，淡化日本在失去的二十年经济衰颓和同期中国经济崛起的

意义，重新确定日本在地区和世界的位置，以延续长期以来日本作为东亚首

强的 “日本优越论”和 “日本例外论”叙事。

其实，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中国正推动市场化改革，扩大对外开放，向包括

日本在内的西方各国学习先进科学技术与管理经验，同时通过大规模国企改

革，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中国还积极寻求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融入自由贸

易秩序，也就是说，中国正孜孜以求的现代化与工业化与日本并无二致。在

中日经济日益紧密的时代，日本政治战略学者抱守帝国主义时代以及冷战时

代陆海对立思想，将中日不同发展阶段的现代化归于截然不同甚至对立的文

明分野，表明日本政治、文化精英对中国的感情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已不愿

与中国为伍。实质上，日本否定其亚洲身份，根本上还是否定中国，使亚洲

成为海洋亚洲主导下的亚洲，而日本自然是海洋亚洲的代表者和领导者。白

石隆指出，因为中国仍维持着反对 “海洋亚洲”秩序的姿态，因此 “海洋亚

洲”是 “除中国外的亚洲”。① 川胜平太更是直言不讳，正如欧洲文明在 “脱

伊斯兰化”中得以确立，日本的海洋文明是在不断摆脱中国影响———所谓去

中国化过程中诞生的。②不同的是，明治时期的去中国化进程，正值中国积贫

积弱而日本走强的历史时期，如今日本为定位海洋国家身份而去中国化，则

是以中国崛起和中日国力易位为背景的。

依据这种新身份，日本的外交战略就不言自明了。 “日本的未来取决于

在以海洋亚洲国家共同利益为基础构建的机制中取得更多的行动自由。”③ 日

本应以此为基础，实现 “堂堂正正的有信义外交———强化作为海洋国家日本

的战略外交”。④ “日本应该积极探索，强化海洋国家同盟———日美同盟的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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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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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石隆 『海の帝国———アジアをどう考えるか』、１７８—１９８頁。
转引自初晓波：《身份与权力：冷战后日本的海洋战略》。未经查证，原文页码不详。
白石隆 『海の帝国———アジアをどう考えるか』、１７８—１９８頁。
『日本のアシア外交———２１世紀の日本の国家像を求めて―』、財団法人 世界平和研究所、

２００７年、３、４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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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地位，引导中国，强化东盟的坚定性，开拓建立东亚多元合作体制。”①不

少学者认为，历史上日本三次欲征服大陆和二战中与大陆国家德国结盟皆以

失败告终，而明治时期与海洋国家英国结盟，则先后取得甲午战争和日俄战

争的胜利，由此推断出 “大陆国家”路线失败和 “海洋国家”路线致胜的结

论，② 这种史观已经成为许多日本政治家的基本信条。野田在 《我的政治哲

学》中指出，“２０世纪初期，日本与英国结成同盟，赢得了日俄战争的艰苦

胜利。遗憾的是，以后日英同盟关系解除，日本的外交进入漂流状态，这成

为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为了避免重蹈覆辙，在

２１世纪，理应加强日美同盟。”③

需要指出的是，自２０世纪９０年代至２０１２年左右，虽然日本政治战略界

对华存在威胁认知且日趋严峻，但中日经济合作却持续快速发展，两国经济

依赖不断加深，并在 “１０＋３”为主渠道的地区框架中保持了较好的协调与

合作。日本政治经济界的对华认知是 “既是威胁也是机遇”，经团联２００１年

提交的意见书称中国的发展并不是威胁，中日之间存在共同繁荣的可能性。④

“日本欢迎中国的发展，与中国的关系既是挑战又是机遇。”⑤ 因此，日本对

华采取了一种总体上实用主义的 “接触＋遏制战略”，“地区层面的接触，以

及全球层面的遏制”。⑥ 日本海洋国家身份呈现出鲜明的 “脱中向美”、“联美

抑中”色彩，但对华合作仍在进行。

（三）敌人意象的强化与日本海洋身份的战略化 （２０１２年至今）

如前所述，日本海洋国家身份的形成，在相当大程度上是日本政治和知

识精英建构的产物。中日钓鱼岛争端爆发前夕，日本以 《海洋基本法》为框

架，推动了海洋身份的法律化和制度化，尤其是有关加强离岛保护和管理的

７９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伊藤憲一監修 『２１世紀海洋国家日本の構想———世界秩序と地域秩序』、１６５頁。
这种历史归纳先由中曾根于２０世纪７０年代末８０年代初逐步阐发，后又为川胜平太、白石隆

等所发展，目前在日本战略界信众颇多。详见平間洋一 「日本の選択：海洋地政学入門」、『うみのバ
イブル第３卷 （米国海軍·シレン·海洋地政学入門に関する基礎的な論文）』、日本財団、１９９８年、
６０—６３頁；松村劭 「海洋国家·日本の军事戦略戦史に照らせば防衛政策の課題は自ずと見えてく
る」、『Ｖｏｉｃｅ』、２００６年４月号、９６—１０３頁。

野田佳彦 「わが政治哲学」、『Ｖｏｉｃｅ』、２０１１年１０月号、４４—６５頁。
勝俣恒久 「ＷＴＯ加盟後の中国経済をどう見るか」、『経済Ｔｒｅｎｄ』、２００２年８月、２６頁。
長谷川康司 「ＡＳＥＡＮ諸国の経済連携強化を」、『経済Ｔｒｅｎｄ』、２００２年８月、２７頁。
Ｃｈｒｉｓｔｏｐｈｅｒ　Ｗ．Ｈｕｇｈｅｓ，“Ｊａｐａｎｓ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ｔｏ　Ｃｈｉｎａｓ　Ｒｉｓｅ：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Ｅｎｇａｇｅｍｅｎｔ，Ｇｌｏｂａｌ　Ｃｏｎ－

ｔａｉｎｍｅｎｔ，Ｄａｎｇｅｒｓ　ｏｆ　Ｃｏｌｌｉｓｉｏｎ”，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ｆｆａｉｒｓ，Ｖｏｌ．８５，Ｎｏ．４，Ｊｕｌｙ　２００９，ｐｐ．８３７－８５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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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增加了中日冲突的风险，并构成中日钓鱼岛争议激化的背景。而钓鱼岛

问题的激化，中日之间的持续博弈，又强化了日本认知中的中国 “敌人意

象”，反过来又促进了日本海洋身份的战略和政策化。

２０１０年，中国经济总量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同年９月，中

日在钓鱼岛海域发生撞船事件，引起日本政界和社会的广泛关注。中日易位

不仅是亚洲两个主要大国实力对比结构的变化，也是国际政治中心向东亚转

移总体趋势的一部分。权力转移理论成为日本战略家考察国际形势、设计日

本海洋安全政策的主要理论工具。① 秋山昌广认为，随着美国经济力量与军

事力量的相对下降，其权力将会衰落并向中国与印度方向转移……未来的权

力中心将是以太平洋、印度洋为中心的亚洲海洋。② 山本吉宣则认为，不仅

中美之间出现权势转移，中日之间也出现权势转移，从而使日本安保形势复

杂化。③

权力结构的影响是一个渐进和长期的过程，但中国外交姿态的变化与调

整则快速而直接，对日本人的心理冲击是巨大的。尤其是２０１２年日本单方

面对钓鱼岛 “国有化”后，民族主义情绪压力下的中国政府被迫采取强势维

权行动，一举打破了日本长期以来的所谓 “单方面实际控制”，在南海争端

中也呈进取态势，日本人对中国 “以实力改变现状”的担忧与日俱增。④ 岡

崎研究所理事金田秀昭认为，中国正通过 “珍珠链战略”在印度洋沿岸构筑

海外活动的据点，还通过在西非、太平洋岛屿国家、中南美洲和北极地区培

８９

①

②

③

④

朱晓琦：《曰本学界的海洋战略研究———核心议题与研究趋势》，《国际政治研究》，２０１５年第
６期。

秋山昌広 「海洋の安全保障と日本」、『日本をめぐる安全保障：これから１０年のパワーシフ
ト』、亜紀書店２０１４年、２１１頁。

山本吉宣 「パワーシフトのなかの日本の安全保障」、『日本をめぐる安全保障：これから１０
年のパワーシフト』、亜紀書店、２０１４年、４６頁。

Ａｓｈｔｏｎ　Ｃａｒｔｅｒ，“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ａｎｄ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　ｏｆ　Ａｓｉａ－Ｐａｃｉｆｉｃ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Ｓｐｅｅｃｈ　ａｔ　ｔｈｅ　１４ｔｈ　Ｓｅ－
ｃｕｒｉｔｙ　Ｓｕｍｍｉｔ　Ｔｈｅ　ＩＩＳＳ　Ｓｈａｎｇｒｉ－Ｌａ　Ｄｉａｌｏｇｕｅ，Ｍａｙ　３０，２０１５；Ｉｓａｂｅｌ　Ｒｅｙｎｏｌｄｓ，“Ｊａｐａｎ　Ｓａｙｓ　Ｃｈｉｎａ　Ｕｓｉｎｇ
Ｆｏｒｃｅ　ｔｏ　Ｃｈａｎｇｅ　ｔｈｅ　Ｓｔａｔｕｓ　Ｑｕｏ”，ｈｔｔｐ：／／ｗｗｗ．ｂｌｏｏｍｂｅｒｇ．ｃｏｍ／ｎｅｗｓ／ａｒｔｉｃｌｅｓ／２０１３－０７－０９／ｊａｐａｎ－ｓａｙｓ－ｃｈｉ－
ｎａ－ｔｒｙｉｎｇ－ｔｏ－ｃｈａｎｇｅ－ｓｔａｔｕｓ－ｑｕｏ－ｉｎ－ｒｅｇｉｏｎ－ｂｙ－ｆｏｒｃｅ；Ｋｉｙｏｓｈｉ　Ｔａｋｅｎａｋａ，“Ａｂｅ　Ｓａｙｓ　Ｊａｐａｎ　Ｗｏｎｔ　Ｔｏｌｅｒａｔｅ　Ｕｓｅ　ｏｆ
Ｆｏｒｃｅ　ｔｏ　Ｃｈａｎｇｅ　ｔｈｅ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Ｓｔａｔｕｓ　Ｑｕｏ”，ｈｔｔｐ：／／ｗｗｗ．ｒｅｕｔｅｒｓ．ｃｏｍ／ａｒｔｉｃｌｅ／２０１３／１０／２７／ｕｓ－ｊａｐａｎ－ｄｅ－
ｆｅｎｃｅ－ｉｄＵＳＢＲＥ９９Ｑ０１Ｒ２０１３１０２７；“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Ｊａｐａｎ，Ｕ．Ｓ．Ｏｐｐｏｓｅ　Ａｔｔｅｍｐｔｓ　ｔｏ　Ｃｈａｎｇｅ　Ｓｔａｔｕｓ　Ｑｕｏ　ｂｙ
Ｆｏｒｃｅ”，ｈｔｔｐ：／／ｗｗｗ．ｇｌｏｂａｌｐｏｓｔ．ｃｏｍ／ｄｉｓｐａｔｃｈ／ｎｅｗｓ／ｋｙｏｄｏ－ｎｅｗｓ－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１４０５３０／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ｊａｐａｎ－ｕｓ－
ｏｐｐｏｓｅ－ａｔｔｅｍｐｔｓ－ｃｈａｎｇｅ－ｓｔａｔｕｓ－ｑｕｏ；Ａｎｄｒｅｗ　Ｃｈｕｂｂ，“Ｔｈｅ　Ｓｏｕｔｈ　Ｃｈｉｎａ　Ｓｅａ：Ｄｅｆｉｎｉｎｇ　ｔｈｅ‘Ｓｔａｔｕｓ　Ｑｕｏ’”，
ｈｔｔｐ：／／ｔｈｅｄｉｐｌｏｍａｔ．ｃｏｍ／２０１５／０６／ｔｈｅ－ｓｏｕｔｈ－ｃｈｉｎａ－ｓｅａ－ｄｅｆｉｎｉｎｇ－ｔｈｅ－ｓｔａｔｕｓ－ｑｕ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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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新的 “珍珠”，在亚欧大陆边缘地带之外的海洋地区拓展全球影响力。① 在

他看来，种种迹象表明，中国正在发展海洋霸权，这是导致日本周边安全保

障环境急剧恶化的主要因素之一。②

直至新世纪初期，中日之间的矛盾焦点主要集中于抽象的历史问题。然

而，进入新世纪第二个十年，中日之间的矛盾焦点已转向领土争议、大陆架

划分和海上通道安全等双方实质性利益关切，这大大压缩了相互妥协的空

间，增加了中日协调的难度。如果说冷战结束以来，日本一直试图通过发掘

海洋身份，在战略和心理上同大陆中国保持距离，扩大同海洋国家通商，从

而在一定意义上规避同中国的战略竞争，那么中日海上竞争的加剧则使日本

有一种 “逃无可逃”的心理感受。在日本已确立海洋国家身份并大力推进海

洋国家战略的情况下，海洋事务领域成为中日竞争与合作的新边疆。日本作

为一个海洋国家，对大陆国家崛起对海路航行安全以及海洋秩序的潜在威胁

无疑更为警惕。可以认为，中日钓鱼岛争端从根本上改变了中日关系在２１

世纪头一个十年形成的竞争与合作的局面，加剧了中日间互不信任，强化了

日本原本存在的 “中国威胁”和 “敌人意象”，日本对华的认知趋向由 “脱

华”变为 “敌对”，应对中国威胁成为日本头号外交挑战。日本战略家冈崎

久彦也曾指出，“从日本的国家战略出发，２１世纪最大的问题是如何应对日

益强大但不知何去何从的中国。其他国际问题对日本安全的重要性与此相

比，其影响都远远不及。”③

日本政治家的代际更替也是其中国 “敌人意象”形成的重要原因，以安

倍为代表的日本新生代政治家崛起也大大改变了中日关系的既定模式。这些

新生代政治家未经战争洗礼，对历史问题更不敏感，力图摆脱战后秩序对日

本的制约，寻求成为正常国家，他们缺乏中日友好基因，一切以日本国家利

益为依归，现实主义色彩浓厚。 “中日友好不是目的，而是手段，日中两国

的共同利益才是最终目的。”④ 而在中日钓鱼岛争端中 “临危受命”的安倍，

９９

①

②

③

④

金田秀昭 『中国の 「戦略的海洋侵出」—グローバルに広がる 「真珠の首飾り」、 『外交』
Ｖｏｌ．１９、２０１３年、１２５頁。

同上。
岡崎久彦 「２１世紀の日本 生存戦略」、『産経新聞 ．正論』、Ｖｏｌ．５、２０１２年。
麻生 太 郎 『?日 中 共 益 ? へ 堂 々 と 主 張 を 』、ｈｔｔｐ：／／ｗｗｗ．ａｓｏ．ｔａｒｏ．ｊｐ／ｌｅｃｔｕｒｅ／ｔａｌｋ／

０８０４２２．ｈｔｍｌ。



外交评论　２０１７年 第３期

正是日本海洋身份和海洋国家战略的主要推手之一。２００７年４月，日本通过

《海洋基本法》及其相关法律与制度安排的关键工作，正是在时任首相的安

倍主导下完成的。２００７年８月，安倍访问印度，在印度国会发表了题为 《两

洋交汇》的演讲，呼吁作为印度洋大国的印度和太平洋大国的日本携手应对

挑战。①

日本媒体的片面宣传以及中日之间的频繁互动，使日本民众对华认知也

逐渐趋于负面，对华亲近感下降，恶感疾升，这也成为安倍将其海洋身份战

略化以应对中国崛起的民意基础。据 《中国日报》和日本言论 ＮＰＯ主持的

舆论调查，在钓鱼岛 “国有化”后的２０１３年，对中国持 “不好印象”的日

本受访者占９３．０％，比２０１２年增加３．１个百分点，是实施该调查以来比例

最高的一次，而对中国持 “好印象”的日本受访者仅占６．８％。② 虽然造成中

日关系紧张的源流很多，但其根本原因在于日本对华认知发生了重大变化。

唐家璇曾经指出，日本需要思考两个根本问题，中国为竞争对手还是伙伴？

是威胁还是机遇？恐怕日本国内视中国为机遇的声音减少，视中国为威胁的

声音增加。可谓一语中的。③

安倍治下的日本海洋战略态势有三：一是开始重点警戒来自中国的海上

威胁，二是积极派兵海外，实现对集体自卫权的突破。２０１０年的 《日本防卫

计划大纲》强调，日本将削减在本土的防卫力量，以大力加强对 “西南海

域”的防御，将 “密切关注”中国提升为 “警戒监视”。２０１２年日本 《防卫

白皮书》认为，中国连续两年对外采取 “高压”姿态，试图扩大在日本 “近

海与南海的活动范围并将活动常态化”。④ ２０１３年新出台的 《日本防卫计划

大纲》指出， “中国在东海、南海……采取高压态势，试图以武力改变现

状”，“中国频繁侵入日本领海，侵犯日本领空，并采取了有可能导致不测事

００１

①

②

③

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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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論ＮＰＯ 『第１０回日中共同世論調査の結果公表』、２０１４年９月９日、ｈｔｔｐ：／／ｗｗｗ．ｇｅｎｒｏｎ－
ｎｐｏ．ｎｅｔ／ｐｒｅｓｓ／２０１４／０９／＿ｔｅｓｔ＿ｎｐｏ１０．ｈｔｍｌ。

唐家璇：《改善中日关系要治本，日方应明确战略取向》，在第九届北京—东京论坛上的主旨
发言，２０１３年１０月，北京，ｈｔｔｐ：／／ｗｏｒｌｄ．ｐｅｏｐｌｅ．ｃｏｍ．ｃｎ／ＧＢ／８２１２／１９１８１６／３７０３０４／ｉｎｄｅｘ．ｈｔｍｌ。

防衛省·自衛隊 『平成２４年版防衛白書』、２０１２年、２８頁、ｈｔｔｐ：／／ｗｗｗ．ｍｏｄ．ｇｏ．ｊｐ／ｊ／ｐｕｂｌｉ－
ｃａｔｉｏｎ／ｗｐ／ｉｎｄｅｘ．ｈｔｍｌ。



“他者”的中国与日本海洋国家身份的建构

态的危险行为，如单方面划设 ‘东海防空识别区’，妨碍公海上空的飞行自

由”。① 三是依托海洋身份，积极倡导成立海上国家联盟 （Ｕｎｉｏｎ　ｏｆ　Ｓｅａｆａｒｉｎｇ

Ｎａｔｉｏｎｓ）。“未来要保持繁荣与可持续在于海洋，海洋是人类最大的公共产

品。海洋需要监护人，只有我们这些理性的、富有经验的民主国家能够且应

当发挥作用。”② 在日本海洋战略研究领域发力甚大的前防卫事务次官秋山昌

广更是认为，应与具有相同价值观且向海洋大国迈进的印度建立 “向同盟关

系无限接近的战略伙伴关系”。③ 中西宽提出应通过装备转移、技术合作以及

人力资源培训等形式，推动与东盟国家、印度洋国家以及太平洋岛国的合

作，建立亚太多边安全架构。④ 坂元一哉提出，建立包括南海、印度洋直达

非洲的 “西太平洋—印度洋之弧”。总之，自钓鱼岛 “国有化”以来，安倍

政府基于不断强化的 “中国威胁”和 “敌人意象”，推动了日本海洋国家身

份的战略化，使之成为对华博弈的主要政治与外交工具。

三、日本海洋国家身份建构的若干特征

日本对于海洋身份的追求贯穿近代以来的日本史。本文通过对不同历史

阶段日本海洋国家身份建构过程中中国角色的梳理，大致可以得出以下几点

启示。

（一）中国是日本海洋国家身份建构持久的 “他者”

一是日本每一次海洋身份的塑造和再定义，无不以近邻中国为参照，中

国是日本海洋国家身份形成过程中持久和最重要的 “他者”。幕末以前，中

国全面领先，日本对华仰慕有加，呈现 “去海向陆”取向。幕末至 “明治维

新”初期，中国在西方列强面前连遭败绩但不思进取，日本对华尊崇不再，

１０１

①

②

③

④

『平成２６年度以降に係る防衛計画の大綱について』、防衛省·自衛隊ホームページ、平成
２５年１２月１７日、ｈｔｔｐ：／／ｗｗｗ．ｍｏｄ．ｇｏ．ｊｐ／ｊ／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ａｇｅｎｄａ／ｇｕｉｄｅｌｉｎｅ／２０１４／ｐｄｆ／２０１３１２１７．ｐｄｆ。

Ｓｈｉｎｚｏ　Ａｂｅ，“Ａｎ　Ａｌｌｉａｎｃｅ　ｏｆ　Ｍａｒｉｔｉｍｅ　Ｎａｔｉｏｎｓ：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ａｎｄ　Ｊａｐａｎ”，Ａｐｒｉｌ　１７，２００９，ｈｔ－
ｔｐ：／／ｗｗｗ．ｓｐｆｕｓａ．ｏｒｇ／ｐｒｏｇｒａｍ／ａｖｓ／２００９／４－１７－０９ａｂｅ．ｐｄｆ．

秋山昌広 「海洋の安全保障と日本」、渡邊昭夫·秋山昌廣編著 『日本をめぐる安全保障こ
れから１０年のパワー·シフト その戦略環境を探る』、亜紀書店、２０１４年、２０４—２３０頁。

中西寛 「２０１０年代世界と日本の位置———文明論視角から」、渡邊昭夫·秋山昌廣編著 『日
本をめぐる安全保障これから１０年のパワー·シフト その戦略環境を探る』、亜紀書店、２０１４年、
７１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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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 “我们感”的认知犹存，开始以中国为殷鉴，大力发展海防，寻求自强，

使海洋意识和海上力量得到发展。 “明治维新”以后，中国持续沉沦，为列

强所鱼肉，日本则选择 “脱亚入欧”，与 “与西洋文明共进退”，成为东亚首

要海上强国，并走上侵略中国以及亚洲各国的道路，直至在反法西斯洪流中

败亡，其间日本得以建构军事层面的海洋国家身份。冷战期间，日本选择

“海上通商国家”道路，并成长为世界经济大国，可谓形成经济层面的海洋

国家身份。这一时期，受冷战格局和中国经济体量束缚，中国对日本海洋国

家身份的形成影响有限，但仍是日本作为 “海上通商国家”的重要观照和日

本海洋国家身份建构中一个不甚重要的 “他者”。冷战结束后初期，日本再

次陷入身份纠结，在各种因素作用下，日本最终选择强化美日同盟、应对中

国崛起的思路，至此，日本完整意义上的海洋国家身份得以建构，并以此为

基础，推动了日本经济、外交、安全战略的海洋转向。日本的海洋国家身份

并非呈线性演变之势，通常情况下，日本在国力强盛时会展示出亚洲主义色

彩，而相对衰落时则会强调 “海洋身份”，使日本的海洋身份建构与其 “脱

亚入欧”的历史实践之间展示出某种正相关性，也在一定程度上表明日本的

海洋国家身份仍然是基于西方话语的事实。换言之， “中国及其文化是日本

及其文化成立的重大前提。然而，或者说正因为如此，不通过对中国的彻底

他者化，日本就无法主张其自立性。中国对日本来说是一个巨大的他者。”①

二是总体而言， “他者”的中国被赋予了否定性身份，并呈现出某种

“污名化”色彩。基于这种否定性身份，日本的海洋国家身份抉择呈现去中

国化和脱中国化色彩。不难理解，这种倾向源于 “明治维新”时期的 “脱亚

入欧”。当时日本精英即意识到，文明已经落后的日本要建构起进步发展、

自由民主、理性文明的现代性身份，不仅要祛除自身的 “亚洲性”，还要与

“亚洲性”国家划清界限。历史上的中华帝国是亚洲的中心，在文化上集中

体现了 “亚洲性”，所以 “脱亚”的关键是 “脱华”。② 日本否定中国，根本

原因还在于，在寻求脱亚入欧的过程中，自觉不自觉地采取了西方的视角。

日本不论是看待自身，还是看待中华帝国这一他者，都自觉地以西方为尺

２０１

①

②

子安宣邦：《东亚论：日本现代思想批判》，赵京华编译，吉林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第７８
页。

周宁：《“巨大的他者”：日本现代性自我想象中的 “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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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他们并不直接观察与审视 “中国”，而是透过西方之镜，站在反思日本

传统的立场上看待中国。在这种文化视野下，中国形象不可避免地经历了全

面的 “污名化”过程。① 至今，自认为唯一实现现代化的亚洲国家、坚持

“西方一员”身份的日本，仍需通过对巨大 “他者”———中国的污名化，以

确认自身的身份。所不同的是，在 “明治维新”时期，日本与 “他者”的中

国，在西方这个 “他者”面前，同样处于下位文化，具有必须放弃的 “东方

性”和 “亚洲性”，中国是 “他者”，也是 “我们”。而当代的日本，自认为

已经摆脱了这种 “亚洲性”，成为上位文化的 “西方国家”的组成部分，因

而得以居高临下审视中国。对此，铃木章悟和古斯塔夫森也阐释了日本如何

通过与中国 “区别”建构和维持自己的身份。在作为经济大国被中国超越

后，日本便通过突出中国 “不民主”、“傲慢”、 “非理性”、 “无理”、 “非道

德”、“反日”、 “不尊重国际法”等 “污名”，强调日本的 “民主”、 “理性”

“道德”和 “守法”形象，维持自己的 “优越性”。②

（二）日本海洋国家身份的精英建构特性

日本海洋国家的思潮及身份建构，基于日本国家生存与发展的客观现

实，也具有悠久的思想传统。在其演变过程中，日本历代政治和知识精英起

到了主导作用，具有较强的社会建构色彩，这一趋势在冷战后尤为明显。

一是知识界的历史延续与发展。日本海洋国家思潮大致上有三个相互关

联的思想源流。第一，海上力量建设。从林子平主张海边炮战、吉田松阴倡

导造舰急务，再到甲午战争后秋山真之倡导 “八八舰队”、佐藤铁太郎提出

系统海防理论以及 “海主陆从”的主张，可以看出日本海防思想经过的阶梯

式飞跃，这是日本海上力量兴起的重要原因。第二个源流是日本海外拓殖，

本多利明、佐藤信渊、吉田松阴等人的对外侵略思想与明治时期、二战时期

日本的御用文人一脉相承，尤其是南向对琉球与台湾的侵略、北向对朝鲜、

中国东北以及中国大陆腹地的侵略思想，与日本后世的侵略行径高度重合，

这是日本思想界晦暗的一页。第三个源流是对外政策，尤其是对华政策方

３０１

①

②

周宁：《“巨大的他者”：日本现代性自我想象中的 “中国”》。
Ｋａｒｌ　Ｇｕｓｔａｆｓｓｏｎ，“Ｍｅｍｏｒｙ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Ｏｎｔ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ｉｎ　Ｓｉｎｏ－Ｊａｐａｎｅｓ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Ａｓｉａ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Ｒｅｖｉｅｗ，Ｖｏｌ．３８，Ｎｏ．１，２０１４，ｐｐ．７１－８６；Ｓｈｏｇｏ　Ｓｕｚｕｋｉ，“Ｔｈｅ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ｃｅ　ｏｆ‘Ｏｔｈｅｒｉｎｇ’ｉｎ　Ｃｈｉｎａｓ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ｄｅｎｔｉｔｙ：Ｓｉｎｏ－Ｊａｐａｎｅｓ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ａｓ　ａ　Ｓｔａｇｅ　ｏｆ　Ｉｄｅｎｔｉｔｙ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ｓ”，Ｔｈｅ　Ｐａｃｉｆｉｃ　Ｒｅｖｉｅｗ，Ｖｏｌ．２０，
Ｎｏ．１，２００７，ｐｐ．２３－４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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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从幕末至今，日本思想界一致存在着注重亚洲、强调对华友好的 “亚洲

主义”和 “脱亚入欧”两股思想源流。前者有幕末的朱子学派、明治初的中

日连携思想、１９世纪末期及２０世纪２０年代昙花一现的亚细亚主义，以及冷

战结束后的 “东亚共同体”主张，后者则有幕末兰学派、明治后 “脱亚入

欧”以及自冷战时期延续而今的 “美日同盟”基轴地位主张。这三股源流均

呈现出内在连续性和 “与时俱进”的色彩。

二是官民互动，多元参与，这在新一轮海洋身份建构中尤其明显。其

一，在知识分子之间出现跨界争鸣与融合的趋势。文化学者、国际战略学

者、海洋学者、安全学者和中国学家不断争鸣，最终形成某种阶段性共识，

成为战略决策的基础。只有盖棺定论式的探究，没有不了了之的争论，政策

主张有别，但共识始终存在。其二，官员与学者密切互动，智库广泛参与。

日本防卫厅前防卫事务次官秋山昌广、日本国际关系论坛理事长伊藤宪一等

个人及智库起到了特殊作用，日本政官系统与学界的协作制度也功不可没。

日本官方的海洋开发审议会、自民党政调会 “海洋权益特别委员会”、日本

海洋政策研究财团和海洋政策委员会、日本学术会议海洋科学研究联络委员

会、日本经团联等官方和民间咨议机构，通过推动官产学媒联合研究，为日

本海洋国家身份的研究、阐释、宣传及其政策化发挥了关键作用。

（三）日本海洋国家身份建构也是一种文化抉择

日本的海洋身份建构，是一种经济、军事、外交选择，也是一种文化抉

择，一次次艰难的身份扬弃过程。在海洋身份形成的每一个关键阶段，都蕴

含着日本政治、知识精英的文化思考与取舍，从而使日本海洋国家身份的形

成呈现出较强的连续性和稳定性，也预示着中国将在较长的历史时期面对一

个海洋日本。

日本对海洋国家身份的拥抱，还源自这一身份满足了日本国民的心理需

求。首先海洋预示着开放与包容。冷战结束以来，日本经历失去的二十年，

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其官僚政治模式和国民性趋于保守，日本迫切需要第二次

“开国”。而海洋国家所蕴含的开放、灵活的特质正符合渴求变革时代日本人

的精神需求，也符合日本欲在世界新秩序变迁中谋得一席之地的志向。其

次，海洋预示着勇气与担当。一方面，新近中国崛起和中日易位使日本人正

经历艰难的心理调适，另一方面动荡时代的金融危机、 “３．１２”三重灾难和

４０１



“他者”的中国与日本海洋国家身份的建构

朝核危机等带来的不确定感，使日本国家和社会呼唤一种决然面对来自大自

然和邻近强权挑战的勇气与担当，而海洋日本正代表了这种无畏的勇气。再

次，海洋日本代表着一种大海孤舟式的以小博大、坚韧决绝、忍辱负重、知

其不可为而为之的悲壮，符合日本的审美情趣，并具备一定的政治象征意

义。日本是孤悬于欧亚大陆边陲的群岛，也是一百五十年来亚洲的现代化孤

岛，其崛起经历了 “明治维新”放弃 “东方性”、 “告别亚细亚恶友”的决

绝，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中的国运赌博、军国主义之祸以及战后重建的艰辛

努力。面对一个日益崛起的 “他者”大国、一个所谓意欲 “以实力改变现

状”的中国，以及一个安全承诺可信度日益下降的美国，对巨型大国中美合

谋出卖日本利益的可能性惶恐不已的日本，唯有被迫单独、坚决面对。而受

物质资源和战后秩序约束的海岛日本，一旦延伸至广博而无限的海洋，就似

乎获得了无限力量而自感安全，于是，日本政治与知识精英塑造了 “中国威

胁意象”，又通过建构和拥抱 “海洋国家身份”应对这种认知的威胁。

（四）海洋国家身份的战略工具化

北冈伸一指出，“通常一国面临新的重大挑战时才会热切寻求新的身份。

国家通过传统手段足以应付其面临的内外事务时通常不会严肃审视自己的身

份。因而一国对身份的追求通常不是对传统的确认，而是为了应对新的现

实。”① 应该说，日本的海洋身份，承载了日本多重政治、经济、安全与外交

使命，成为日本新时期展开国际博弈、尤其是中日博弈的重要工具。有学者

认为，服务于政治大国化的目标，日本新海洋战略突出 “海洋国家”的战略

身份定位，将中国作为战略竞争对手是其三个特点。②

进入新世纪以来，日本对海洋的需求增加，海洋成为日本推行其多重目

标的有力工具，这是日本确立海洋国家身份并推动其战略化的重要原因。首

先是冷战结束以来，发展议题更受关注，世界各国积极推动海洋开发，引发

新一轮海洋资源争夺，资源匮乏但海域面积却达４００万平方公里的日本自然

不甘落后。前首相野田曾指出， “认为日本 ‘领土狭窄，资源贫乏’是错误

的，日本有海，排他的经济水域面积位居世界第六，如果加上深度的要素，

则位居世界第四。”如能开发利用好日本如此广阔的水域，“日本的前途洋洋

５０１

①

②

Ｋｉｔａｏｋａ　Ｓｈｉｎｉｃｈｉ，“Ｊａｐａｎｓ　Ｉｄｅｎｔｉｔｙ　ａｎｄ　Ｗｈａｔ　Ｉｔ　Ｍｅａｎｓ”．
廉德瑰：《略论日本 “海洋派”的对外战略思想》，《日本学刊》，２０１２年第１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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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观”。① 日本这方面的相关举措，略举几例即可见一斑。２０１３年日本公布

海洋基本计划，大力推动开发其领海和专属经济区范围内的可燃冰，并确立

了２０１８年完成商业化技术开发的目标，使之成为未来能源。撞船事件后，

针对来自中国的 “稀土制裁”的担忧，日本科学家成功在太平洋海底发现丰

富的稀土资源。安倍在２０１５年 “海之日”纪念活动上提出，到２０３０年，日

本从事海洋开发的技术人员将从目前的２０００人增加到１万人。② 可以看出，

日本正借助发达的科技，开发利用海洋资源宝库，使之成为国家生存与发展

的基础和对外博弈的重要工具。

而随着中国经济和军事力量的发展，中日战略竞争加剧，日本对华战略

戒拒态势增强，海洋具有的地缘作用也日益凸显。推动日本从岛国走向 “海

洋国家”，将防卫重心从本岛转向广袤的领海及其毗连区，不仅有利于其数

量众多的离岛保护，还能大大增加其战略纵深。广泛分布于西太平洋的日本

岛屿无疑成为日美钳制中国海洋力量发展与投放的关键节点。海洋国家身份

也是重要的外交战略工具，通过推动建立海洋国家联盟，可以有效保护其庞

大的海外投资，保护其海上通道的安全。亚太地区的海洋国家多为民主国

家，通过推动海洋国家同盟与价值观同盟的合流，一方面呼应美国的 “价值

观外交”，另一方面，通过与南海海洋国家的联动，还可缓解东海压力，推

动建立针对中国的海洋国家事务性联盟，共同应对和防范中国崛起。而日本

同其他海洋国家在反恐、打击海盗、海上搜救等领域的联合军事行动，也是

日本突破宪法限制、推动国家正常化的重要手段。因此，从更长远来看，冷

战结束以来的日本大国政治诉求、正常国家诉求与日本的海洋国家身份有逐

步合流的趋势，也赋予了后者更为丰富的内涵。

结　　语

日本是天然的海洋国家，但是完全意义上的海洋身份，经由幕末以来的

长期演变，始于新近形成。而中国，则是日本近代以来海洋国家身份形成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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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中持久的 “他者”。总的来说，自 “明治维新”直至冷战结束后初期，日

本持续寻求并成功实现西方意义上的现代化，融入西方自由秩序，并成为西

方的一员，日本的海洋国家身份追求，从属于这一宏观趋势。中国作为日本

身份形成中的 “他者”，对日本海洋身份的塑造作用，也从属于这一宏大叙

事。日本海洋身份的形成，是其自身发展历程的提炼，更是其与世界关系的

产物。日本政治、知识精英在这一过程中起了巨大的作用，其身份建构具有

鲜明的精英色彩。日本海洋身份还是一种文化抉择，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近

世日本国民的心理需求。而新近，则成为日本展开国际博弈的战略工具。

诚如论者所言，“海权是积极参与全球政治的先决条件。”①海洋国家(地区)也

确是现今国际体系的主要受益者。二战后兴起的日本和亚洲四小龙以及中国

的崛起，在很大程度上都得益于现今颇具海洋特性的、以国际制度为支撑

的、开放的自由贸易体系。综合考虑日本的地缘特性、资源禀赋和在国际体

系中的位置，植根于海洋国家主导的国际秩序，寻求海洋国家身份，与海洋

国家建立联盟，对日本来说是适宜与合乎逻辑的，而日本图谋摆脱战后体

制，走向正常国家，又必须仰仗美国的支持。从这个意义上看，海洋国家身

份及其战略化是日本人对其身份与道路的选择，也是其国家生存与发展的现

实需要。

某种意义上，“海洋国家”也是符号化的国际政治斗争话语。１９世纪后

期，在西洋文明的冲击中，日本试图通过告别东方亚细亚文明，以融入西洋

文明的方式寻求国家自强，并由此走上了对外侵略的歧路。在二战后东西方

两大阵营对峙的格局下， “海洋国家”被西方阵营用以与 “大陆国家”苏联

及其同盟相区别，其概念通过话语传播产生了维系西方中心地位的作用。②

冷战后日本的海洋国家身份建构，代表了中国作为大陆国家崛起时代日本的

思路，其实质仍是以中国为参照的脱中国化和去中国化进程，因此，某种意

义上说，当世的日本海洋国家身份，实乃其 “西洋身份”的变体。寻求海洋

国家联盟，就是另一种形式的 “脱亚入欧”。而究其根本，日本海洋国家意

识的思想根源在于 “脱亚入欧论”、“中日区别论”以及 “中国威胁论”。③ 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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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在日本海洋国家身份形成的过程中，中国无疑是最重要的 “他者”。

仍需注意的是，在日本海洋国家身份形成的漫长历史中，相对于中国作

为 “他者”的历史，强调 “中日友好”和亚洲身份的思潮也绵延不绝，不容

忽视。从幕末的儒学兴盛、明治时期的中日连携思想，１９世纪末２０世纪初

的 “亚洲主义”潮流，直至前些年鸠山由纪夫主导提出的 “东亚共同体”主

张，这股源流始终存在，并持续影响着日本的外交。天儿慧认为，当前中日

关系的基本特征是规模增大、多样性增强、复合性增强。① 其复杂之处在于

当前世界处于中国和亚洲双重崛起的阶段，中日形成深度相互依赖的同时，

在政治与国民感情方面出现疏离，这是日本海洋国家身份形成和战略化的重

要背景。而日本安全与繁荣的保全、对政治大国身份与正常国家目标的追

求，一方面与中国构成某种形式的冲突与矛盾，另一方面也不能绕开中国，

任何疏离、针对中国的尝试都极不明智，也不可能成功，更将与其所力求复

兴的大国地位和地区主导权渐行渐远，对此日本政界和战略界理应登高望

远，深长思之。

日本海洋国家身份的形成及其战略化，是日本对中国长期观照的结果，

更是中日长期互动的产物。当前，日本基于海洋国家身份，建立了完善的法

律、制度、政策体系，并大力推动其政治、经济、外交的 “海洋转向”。而

中国正以 “一带一路”为基本框架，推动建设海洋强国，也将在一定意义上

塑造中国的 “海洋身份”，中日进入双重海上崛起阶段。作为日本海洋国家

身份形成过程中的持久 “他者”，中国应如何准确判断自己在这一进程中的

角色？正值东亚国际权势格局再次迎来剧变，作为主要推手的中国又该如何

界定自己在变动世界的身份，面对日本这个始终以中国为观照的近邻，以及

代表西方的美国？或许日本的身份选择历程，也会成为我们有益的观照。

（责任编辑：吴文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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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天児慧 『日中対立：習近平の中国をよむ』、筑摩書房、２０１３年。


